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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 
     ——兼及我国最早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的诞生 

韩秉方 

 

                                                                             
文章运用大量的文献史料和碑刻，阐明了传入中土的佛教观世音菩萨，是如何在中

国人的信仰心理影响下，由原本生于印度的男身菩萨，逐渐演变成在河南汝州香山寺出

家的妙善三公主所修化，从而实现了观世音中国化的过程。并且进一步地论证了我国迄

今所知最早的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确实如该卷中所载是北宋杭州上天竺寺普明禅师

在崇宁二年（1103）撰写完成，无庸怀疑。 

关键词：观世音  妙善  香山宝卷 

作者韩秉方，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推究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扎根成长，持续地发挥作用和长期产生影响，最

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历代佛教信奉者对这种外来宗教的不断重

塑、改造乃至变革有密切关系。在长期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乃是经由教义思想及修

持方法的演化，即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发展，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一途；和佛

教神祇愈来愈演变得具有中国人认同的形象，如弥勒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本土化，

即另一路径这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主要表现在高僧大德在教义思想和规制的创新改革方

面，重在思想内涵，后者则突出表现在广大佛教信徒们的信仰层面的演化上，注重心理

与外观形象。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由男身神祇向女身定型化的演变，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 

 

一、观世音与妙善三公主 

 

在中国，有关观世音菩萨的佛教经典，如《悲华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等，

早在南北朝时（或者更早），就已经翻译成汉文。佛经言：观世音菩萨乃转轮王之长

子，名不眴，从佛出家修道。当他修成正果后，遂对佛言：“世尊，我之所有一切善根

尽回向上菩提。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堕大暗处，

忧愁孤穷，无有救赎。若能念我，称我名字，我天耳所听，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得

免斯苦恼者，我终不成正觉。⋯⋯时宝藏佛寻为授记：善男子，当观天人及三恶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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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及烦恼故，欲令众生经安乐故，今字当为观世音。”①

清末国学大师俞樾，见尊信观音菩萨的民众极夥，几近乎“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

状况，也对观音菩萨的来历作了一番追踪考察。他摘录道： 
过去散提嵐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众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

一太子名不眴，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天上

普提。” 

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
②
 

在《妙法莲花经·普门品》中则曰：“观世音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

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苦恼，闻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

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即赋予观世音菩萨具有“寻音救度”超及时的特殊能力。除此

之外，关于观世音的来历，还有另外说法，如说他是古印度“双马童神”转化而来。还

有的说他是由“莲花化生”，故有“莲花之王”的称号。 

正因为观世音有这样解救众生苦难的大善心，而且只要默祷其名，诵念其声音，皆

可得到他及时的救助，脱苦免厄。所以受到佛教信众们最广泛的信仰与崇奉，早在东晋

南北朝时，战乱频仍，社会苦难深重，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就十分普遍。当时，就有很

多《应验记》之类的书籍，记述着受难者，因口念观世音，菩萨应声而至，搭救其出离

苦难的故事。③据传东晋义熙四年（408），太原郭宣被关在监狱中，他在心中不断地祈

念观世音菩萨，遂被恩赦，摆脱了牢狱之苦。出狱后虔心为观世音造像，以报搭救深

恩。这是迄今最早的记载。另据文献记载，在北方带头崇信观世音的是北凉国王渠蒙

逊，他归依了佛法，兼有疾患，诚心念诵观世音经，痛苦即除。在南朝则有梁武帝虔信

佛法，曾修观音忏法，以超度死后堕入恶趣的后妃。 同时，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和

塑像，在各地寺庙和佛窟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不少造像，仍完好的保存到今天。值得

注意的是，凡在南北朝时的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形像皆为男身。 

按照佛教经典所言，观世音本为男身。在佛经中，佛称观世音为“善男子”，“勇猛

丈夫。”故在印度的佛窟造像中，观世音往往多为带髭须的男子形像。但是，当他入佛

修道成为佛菩萨之后，则可随时化现为长者、居士、宰官、比丘、比丘尼、优婆夷或童

男、童女等三十二种身形。我国历史发展到了唐朝以后，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大发展，

当时的唐朝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大国，长安城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与此同时，佛

教文化也得到了大发展。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观世音的名字，

因为要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为观音。④更重要的是，观音逐渐由男身向女身转

化。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亲善万方的佛教神明，似应

                                                   
① 见《悲华经》。 
②《癸巳类稿》卷十五。 
③ 晋代谢敷曾作有《光世音应验记》，传于傅缓，后因孙恩之乱散失。傅缓子傅亮追忆七条，再南朝

宋人张演又追忆十条，集成《续光世音应验记》。此三书中国久佚，頼日本佛寺发现镰仓时代古写

本，始知此书原貌。详见孙昌武《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④ 事实上，观音称号早在东汉末年即公元 185 年（中平二年），就已出现在支曜所译的佛经《佛说成

具光明定慧经》中。不过在唐太宗后，称观音者则更为普遍，几乎成为定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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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更为合情合理，这实际上是在内心里天然地向往着母性关爱的缘故。当然，这一

演变有一个渐变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早在北齐时，就有观世音为女身的记载。

见《北齐书·徐之才传》。其言曰：“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身长

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是女身。”至唐武则天称帝时，印僧菩提流志译

《宝雨经》，卷一中言：“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且在《大云经》中有言：

佛曾对净光天女说“汝于见时，时是菩萨，现受女身，”“得大自在。”中唐大画家周日方 

绘“水月观音”，曾风靡一时。《宣和画谱》赞其“传写妇女，则古今之冠。”诗僧皎然

写《观音赞》言：“慈为雨兮蕙为风，洒芳襟兮袭轻风”，显系妇人形象。传为吴道子所

绘的“观音画像垂缨带钏，亦为女身无疑”。另据传，初唐时南山律师道宣，曾向天神

问观音的缘起，天神告曰：观音菩萨原来是过去有个国王庄王的三女儿妙善，修道而

成。并且言道：汝州香山寺，就是妙善出家修行，最终修成正果的寺庙。据此，国学大

师俞樾判断：观音菩萨为女身，在“唐已盛行”。这位大慈大悲、急人难、救人危的观

音菩萨，演变到了“盛唐”时，依照善男信女的信仰心理需要，终于神秘地完成了向慈

眉善目的白衣柔美女子形象的转化。而到了宋代，这一“转化”则进一步普及到了全

国。 

北宋元符二年（1099），翰林学士蒋之奇出守河南汝州。一次，蒋之奇出巡，来到

本州的龙山香山寺，意外地见到了该寺僧人，他所呈览的唐代传本《香山大悲菩萨

传》，即律师道宣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观音菩萨缘起事。这位文人出身的太守，十

分倾慕佛法，见《大悲传》则甚奇之，视为可传世之典。遂应寺僧怀昼之请，于次年将

此本《香山大悲菩萨传》加以润饰，鸠工勒碑，模刻于香山寺内。且在《大悲传》前，

附以蒋之奇之《赞文》。碑首赫然题有“蒋之奇撰”、“蔡京书”。 

国学大师俞樾在其《茶香室丛钞》中，曾援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以见证此

事。 

宋朱弁《曲洧旧闻》云：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

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

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① 

可以想见，在北宋时由翰林学士蒋之奇撰文，大书法家蔡京书写的《香山大悲菩萨传》

碑，隆重地树立在汝州香山寺内，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佛教盛事，定会轰动于一时，远近

闻名。尤其在佛教信徒中，必然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二、《香山宝卷》的面世与观音信仰的普及 

 

蒋之奇于元符三年（1100）在汝州香山寺树《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证言观音菩

萨乃庄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一事。曾经引起社会轰动。尔后仅四年，即宋崇宁三

                                                   
① 《茶香室丛钞》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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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04），该碑文即已传到杭州，并且由杭州天竺寺僧道育，将“蒋之奇撰、蔡京

书”的碑刻，重刻于天竺寺内，且冠以《香山大悲成道碑》名，以广其事。因此，《香

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吴越地区更广泛地流传。观音菩萨为慈祥女菩萨，原为庄王之

三女儿妙善修化成道，则已成为世人共识。 

《香山大悲菩萨传》中言： 

        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亲救父疾。 

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施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

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
① 

此后，则有人在“庄王”前面加“妙”字者，也有人在“庄王”前加“楚”字者，虽然

说法不一，而且将此“国”所处的地域尽量西移，但那目的无非是在显示该《大悲传》

真确不伪。可是，不管怎样，这位妙善三公主既然是在汝州香山寺修道成观音菩萨，就

自然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着密切的乡土血缘关系，却是无可怀疑之事了。而经过此番神意

诠释，则神奇而又巧妙自然地满足了中国信众（特别是女性信众）的信仰心理，大大促

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当我们梳理追踪印度佛经中的男身观世音，是如何在传入中土之后，逐渐演变成

女性神祇——观音菩萨的过程时，发现《香山大悲菩萨传》在由唐及宋，由汝州移至

杭州的流转变迁中，起着信息载体，这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令人惊奇的发现，我

国迄今所知的第一部宝卷——《香山宝卷》，也与这本《香山大悲菩萨传》有着不解之

缘！ 

原来《香山宝卷》，是否可以确定即是卷首题记所言为“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

师编撰”，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持有疑惑，认为“题记”属于神话传说，不足作

为凭据；有人却径直予以否定，认为纯属伪托，无法置信。②对此，我国最早关注宝卷

研究的郑振铎先生，曾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做出如下的评断： 

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所作。普明于宋崇宁二年

（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示而写作此卷，这当然是神话。但宝

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北平图书馆藏有宋或元人的抄本的《销释

真空宝卷》。③我于前五年，也在北平得到了残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

卷》一册。这是元末明初的金碧钞本。如果《香山宝卷》为宋人作的话不可靠，

则“宝卷”二字的被发现于世，当以《销释真空宝卷》和《目连宝卷》为最早的

了。④ 

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史》中，准确地缕述了宝卷从唐变文演变而来的历史，并颇有远

                                                   
① 宋朱弁：《曲洧旧闻》。 
② 参见车锡伦《中国最早的宝卷》，认为《香山宝卷》题记只是托词，并无足够的凭据。实际上，宝

卷形成没那么早，而要晚近得多。文章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版。 
③ 判定《销释真空宝卷》为宋或元人抄本，大误！据考证此抄本肯定为明代宝卷无疑。——本文作

者 
④《中国俗文学史》第 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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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宝卷之已于那时（宋）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

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宝卷在宋代出笼面世的可能性。只不过对《香山宝卷》是普明禅师

“受神之示”而编撰，这一具体案例表示了理性的怀疑罢了。对郑先生在科学考察中的

远见卓识，笔者是赞同的。 

关于宝卷究竟在何时面世，学术界有三种看法。其一就是郑振铎先生的看法，认

为宝卷最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宋崇宁二年（1103），不然就是“宋或元”，最迟也不晚于

“元末明初”。其二是李世瑜先生的看法，认为宝卷“是起于明末”。他著文批驳郑振铎

先生，说“郑著中根据一段关于《香山宝卷》的传说和《销释真空宝卷》、《目连宝卷》

两种钞本的写绘形式就断定了宝卷可能起于‘宋崇宁二年’，不然就是‘宋或元’，再不

然就是‘元末明初’，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故断定“无生老母的崇拜是起于明末，

无生老母是秘密宗教的中心崇拜，宝卷是秘密宗教的经典，所以也是起于明末。”①其三

是车锡伦认为：“据现有文献看，宣卷产生于元代后期。它同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及白莲

教的发展有关。已知最早的一部宝卷是北元宣光二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蒙元脱脱

氏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②车氏这一看法则是参酌了郑和李两位先生的

意见，既有纪年宝卷为证，又把宝卷与“白莲教” （即李世瑜所称的秘密宗教）结合

在一起，似乎更稳妥可靠。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还是前辈郑振铎先生的推测，最具

有缜密的学术眼光。因为郑先生的推断，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唐宋俗文学史的研究，按

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出来的。在唐代，许多寺院里，流行着由和尚说唱佛经故事的

“俗讲”，而“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中

间有说有唱。说唱的材料，大部采取佛经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采取民间传说和历史故

事的”。③“俗讲”在长安曾非常盛行。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的记载，

“九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

淑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淑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④而且，“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

的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⑤ 

用郑先生的话说，即： 
“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 

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故能号召一时的听众，而使之“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

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这是一种新的刺激，新的尝试！
⑥
 

这种为唐朝乃至五代广大民众喜闻乐见，颇为流行的“俗讲”“变文”，到了宋代

却受到明令禁止。“从一些材料上证明，宋真宗时（988——1022），曾经明令禁止僧人

讲唱变文。”⑦然而，变文公开遭禁，宫观寺庙不允许讲唱，可民间百姓依然喜欢这种

                                                   
① 李世瑜《宝卷新研》，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1957 年 
② 见《吴越民间信仰与民俗》中<宝卷和民间信仰>第 298 页。 
③ 见《敦煌变文集·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④ 均见向达《敦煌变文集·引言》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⑤ 均见向达《敦煌变文集·引言》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⑥《中国俗文学史》第 150 页，文中引文见唐赵遴《因话录》。 
⑦《敦煌变文集·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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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唱形式。于是，在瓦子里（即市肆）便有模仿起和尚、道士讲唱佛道经典的故事和

因果报应之类各色艺人出现，以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后来的宝卷，就是由这类“讲

经”、“说因缘”的手本演变而来。 

用郑先生的话来讲： 

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里，也记录着：“‘说经’、‘诨经’，长啸和

尚以下十七人。弹唱因缘，童道以下十一人。”这是所谓“谈经” 等等，当然便

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

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宝卷”的

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直至今

日，此风犹在。① 

据此，郑振锋先生有据有理地作出了推断：“宝卷之于那时（宋崇宁二年）出现于世，

实非不可能。”以下依据本人的考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或者恰好就是历史真像。 

根据《香山宝卷》题记，该卷是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受神人之示”，感悟而撰写出

来的，时在宋崇宁二年（1103）。考证这一年，恰好是杭州天竺寺重刻《香山大悲菩萨

传》碑正式落成的前一年。更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汝州香山寺，主持撰文立《香山

大悲菩萨传》碑的太守蒋之奇，也恰好在崇宁元年（1102）十一月至崇宁二年

（1103）十月调任为杭州知府。② 

据《宋史·蒋之奇列传》载：“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绍圣中，拜翰

林学士，兼侍读。元符末⋯⋯责守汝州。⋯⋯崇宁元年，除观文殿学士，知杭州。”③ 

蒋之奇于崇宁元年来杭州任知府、上天竺寺僧普明于崇宁二年撰《香山宝卷》、天

竺寺于崇宁三年《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重刻落成。这三件事依次相继发生，难道仅仅

是历史的巧合吗？！否。其中必有某种历史的因果机缘在！ 

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考察，《香山宝卷》题记所言，上天竺寺普明禅师所谓

“受神人之示”，显然是受到汝州香山寺那本为天神传示，且由太守蒋之奇撰文刻石立

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启示而已，其有他哉！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翰林学士

蒋之奇。他不仅全力襄助《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汝妙香山寺树碑这一善举，还在

于他趁崇宁元年（1102）调任自古繁华的杭州任知府之便，特别把自己撰文、蔡京书

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携带到任所，且将传扬此《大悲传》视为重大功德，散播于

杭州佛教界知名人士。尔后才有天竺寺主持僧道育见碑文大悦，遂发愿把香山寺原

碑，重刻于寺内这件大事的发生。同时，可以连带推想，《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妙善故

事，也深深感动了该寺中善于讲唱佛教故事的普明禅师。他遂依据该《传》故事，敷

衍编撰成流传后世的《香山宝卷》。以上的推理，应属合情合理，可谓是对“神人之

示”这一神秘“托词”严丝合缝的解读。 

至此，我们根据这一珍贵史料的发掘，完全可以将郑振铎先生的“可能性”，更正

                                                   
①《中国俗文学史》第 478-479 页。 
② 转引自《妙善传说》第 22 页，[英]杜德桥著，李文彬译。 
③《宋史·蒋之奇列传》卷三至四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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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现实性”啦！也就是说，《香山宝卷》题记“宋崇宁二年普明禅师编集”，虽有神

秘的“受神人之示”的托词，似神话传说，但那只不过是编撰者为了神圣其《宝卷》

惯常的便通手法而已，丝毫不影响该《宝卷》出笼面世于“崇宁二年”的历史真实

性。而关于《香山宝卷》面世的具体时间，如实地确定为北宋崇宁二年这一判断，也

必将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宝卷的研究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五代时后晋天福初年，僧道翊在白云峰下结庐修行，称“大名山房”（即上天竺寺

址）。他在山中发现一发光奇木，遂请名工孔仁谦雕刻成观音像。其时，吴越王钱弘淑

夜梦白衣人求其为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基建“观音看经院”，在天福四年

（939）五日建成，遂将放光木刻观音像请入供奉，是为上天竺寺之始基。至后汉时，

又有僧人从勋自洛阳带来佛舍利，置于观音像头顶。于是“妙相庄严，端正持好，尽

放白光，士民崇敬。” 

北宋咸平初，浙西大旱，杭州知府以上天竺观音“灵异”，将观音菩萨像迎出祈

雨，果真及时降雨，于是“观音灵验”之说不胫而走。此后，上天竺寺“观音灵验”，

为民众倍加崇信，每每遇难祈祷，香火更旺。至宋仁宗时，特为上天竺寺亲书“灵感

观音院”寺额，以示崇仰。大诗人苏轼有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颂赞观音。

其诗曰： 

蚕欲老兮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 

由此可知，上天竺寺是一座专以供奉“灵感观音菩萨圣像”著称于世的寺庙。寺僧当然

对观音菩萨格外虔诚护佑。所以才有道育特别及时地重刻《香山寺大悲传》碑事发生，

而恰好是寺中禅僧普明编撰了《香山宝卷》，这本是当然之理，应有之义。 

《香山宝卷》，在佛教界人士又称其为《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它是由文白与七言押

韵的诗偈（间有五言、十言）交互叙述组成，没有后来成熟宝卷中常见的三、三、四字

组成的十字攒（亦称十字佛）和曲牌，显示出带有宝卷初创时的“胎记”。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版本《香山宝卷》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本，卷首署有

“天竺普明禅师编集、江西宝峰禅师流行、梅江智公禅师重修、太源文公法师传录”，

出版单位是：“古杭州昭庆寺大字经房”。这清楚地证明，它已不是普明编撰的原本了。

该《宝卷》经过此后多位禅师的加工，即所谓“流行”、“重修”、“传录”之类，其内容

当已经历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故事情节当然更加符合中国普通信众的礼仪、风俗与口

味。尽管妙善的父王，是“须弥山之西兴林国国王”，年号为“妙庄”，该国所在地更加

模糊难测，但是三公主妙善出家的寺庙，却赫然标明：“初在汝州龙树县白雀寺”，尔后

历经艰难曲折，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的寺庙，则是“惠州澄心县之香山寺”，明确无误地

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宝卷》中还演述了妙庄王得了重病，妙善公主全然不计较曾受父

王的种种责罚迫害，甚至烧寺致死等极大苦痛，出于一片至诚孝心，自愿舍双眼、双手

搭救父王，使妙庄王大难不死很快痊愈。国王因此受到大感动，遂推位让国率眷属，前

往香山寺礼佛修行。而妙善自己也因此受善报，由现手现眼而长出千手千眼来。谓“舍

双眼得千眼报，舍双手得千手报”。这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的来历。而后世在我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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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信徒隆重纪念的观音诞日（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

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日），皆是与妙善出生、出家与成道日相同一致。这就有力地证

明，中国的佛教信徒，都将妙善三公主在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看作是确定无

疑的事，一体遵奉无疑。 

宋代以后，观世音的传记，屡有人重写，最著名的是元代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之妻

管道昇居士所撰《观音菩萨传略》，并镌刻于碣石之上，流传甚广。该《传略》云： 

观音生西土，讳妙音，妙庄王之季女也。将笄，王以三女觅赘婿。长妙因，次

妙缘顺旨，妙音以忤王被贬。后王病疮濒死，乃自幻形为老僧上奏：非至亲手眼不

可疗。王以二女为至亲，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长济度生灵，一启口

必可得。”王使臣从仙长求，即自断剜其两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见

仙长，果无手眼。吁叩天地，求为完之。于是叙父子之情，极欢。劝王修善，王从

之。 

然而，管夫人的《传略》多在文人学士中传布，远不及《香山宝卷》通俗易懂，情节动

人，不仅在善男信女中狂热传颂，并能在平民百姓中流布。所以，《香山宝卷》不胫而

走，迅速流向全国。不同版本《香山宝卷》一印再印，抄本更递转传抄，可见社会需要

之广。据近年车锡伦所编《中国宝卷部目》载，仅《香山宝卷》前后竟有三十五种版本

和抄本（实际上当不只此数），可谓洋洋大观，传布极广。①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宝卷、戏

剧、小说、唱本也纷纷面世风行。如《观世音菩萨普渡授记归家宝卷》、《观音送子宝

卷》、《观音大士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鱼篮观音宝

卷》、《观音十二圆觉》、《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观音十叹宝卷》和《普陀观音宝卷》

等。戏剧有《香山记》。小说有《南海观音全传》、《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等。 

据考，这些宝卷、戏剧、小说，大多出自江南，特别是吴越地区。而且在吴越地区

特别流行宣卷、演唱不衰。即使到了近现代，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内，都还在

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在不少地区，如江苏的靖江，宣卷活

动又重新恢复。 

主要是由于《香山大悲菩萨传》和它的通俗说唱形式的《香山宝卷》广泛流传、深

入影响，几乎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遂使原来佛经中男身的观世音菩萨，演

化成妙善三公主在中国的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女身观音，而且进一步幻化为身披白色中

式长袍，手拿插有杨柳枝净瓶，美丽慈祥，仪态万方的南海普陀观音大士，受到亿万民

众，特别是女性最虔诚的信仰崇奉。他们甚至不惜跋涉千里，也要赶到专门供奉观音的

浙江普陀山顶礼朝拜！事实上，在我国广大群众中，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的普及程度，可

以说是不次于佛祖释迦牟尼，甚至达到了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责任编辑  王子华)

                                                   
① 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仅《香山宝卷》，前后竟有三十五种版本和抄本，可谓洋洋大观。 


